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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触多元性与丹寨汉语方言入声成因研究
*1

王贵生

【摘 要】:平面调查以及单一民族语言现时空间分布的静态研究容易导致误读，丹寨汉语方言入声保留底层问题

研究的模糊性就是一例。除了苗语以外，同时联系布依语、水语的文化多元动态融合研究则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

多民族杂居地区语言接触研究突破的全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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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丹寨汉语方言研究现状简介

贵州省丹寨县地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部，西北、北、南分别与州内麻江县、凯里市、雷山县交界，西南部则与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毗邻，分别与都匀市、三都县交界。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丹寨县总人口为 163098 人，县内

居前三位的民族分别是苗族占 77．9%，汉族占 12．7%，水族占 7%，排第四的侗族仅占 0．96%。

丹寨县的开发历史较晚，唐宋以前仅为王朝疆域有名无实的羁縻边地，至元明时期，其地仍仅有夭坝苗夷长官司等管理其

境个别边地苗务。清朝雍正 7年 12月(1730 年 1 月)，朝廷“开辟苗疆”才在境内设八寨厅，改土归流。民国 27年(1938 年)其

地设县并改名“丹寨”。历史上，丹寨长期隶属于明清都匀府，此沿革直至全国解放以后。1956 年撤镇远专区改置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丹寨以及麻江、黎平、从江、榕江等 5 县才由原都匀专区(今黔南自治州)划入黔东南自治州。

历史上长期深处“苗疆”的丹寨县为典型的苗族聚居区，汉族、水族等为移民迁入，明初仅少量进入，成规模的移民迁徙

主要是在明末清初以后。境内苗族自称“嘎闹” 或“呆蒙” ，境内百姓不分民族大多都懂一些

苗语。当地苗族称汉族为“客家”，称汉语为“客话”。“客话”现为包括苗族在内的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公共交际语，为文化

教育、集市贸易、公务活动等场合的通用语。在丹寨许多偏远的少数民族村寨，至今仍有不少妇女、儿童、老人等只懂母语不

懂汉语，苗语、水语、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至今仍在他们各自小聚居的环境中通行。

我国涉及丹寨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主要是由两个方向切入的。

第一、传统方言学。在我国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研究中，丹寨话一般都被划在西南官话“黔南片”的范围内，相关调查以

李蓝最为具体，有关数据见表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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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蓝的描述，黔南小片的“主要特点是咸山摄阳声韵字不同程度脱落鼻韵尾，读成舒声韵或鼻化韵”，而“本小片内

部还有一些语音差异:独山、平塘、丹寨、都匀、三都等 5 处有入声调”。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以及历史沿革等背景，以上述五

县市为核心，“黔南地区有 13 个方言点与贵州境内的其他方言差别很大，通话比较困难，但由于其既不能单独成区(全浊声母

仍为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的官话类型)，又不能归入湘语(地理上不相属，且声调类型与长沙等地的湘语有相当差别)，50 岁以下

的人说的新派黔南话与常见的西南官话日益接近，考虑到这些因素，本文仍将其留在西南官话区内”
［2］

。这一特色鲜明的区域

方言曾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聚焦点大致都集中在其分别以韵、调呈现的两大特色上:一是“丹寨的韵母最少，对比从江、镇远

等处来看，少了［εue an ian uan yan］六韵”；二是“丹寨、黎平两处保留入声，古入声字塞音尾今已消失，但入声仍自成

调类”
［3］

。“黔南方言的主要语音特点是:(1)古咸山摄舒声字，读为开尾韵……(2)多数地方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

五个声调”
［4］P79

。

我国汉语方言研究的基本现状就是，描述均局限于“语言本身的内部结构”而缺少对相关问题的成因的关注，具体来说就

是对于丹寨方言音系内部韵、调特征之间的缘起以及相互关系等等少有挖掘。随着民族地区语言研究实践需要的形势发展，有

学者就曾专门评价说:“近年的研究证明，深入研究我国的各民族语言，如果没有语言接触的视角，就无法认清语言的真实面貌。

过去，由于对语言接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描写和语言演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不到位，或解决不了。”
［5］

我们认为，以丹寨

方言为代表地区“入声”存在的特立独行，其底层所涉及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接触问题就已经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命

题。

第二、以民族语言为背景的相关研究。金美曾在这一领域做过有益的尝试:“西部丹寨、雷山、凯里、麻江这四县市操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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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从民族分布上考察，黔东南州是以苗族、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但东部以侗族居多，西部以苗族居多，由此引出一

个问题:东西两部汉语方言是否因分别受到侗语、苗语的不同影响而呈现出这种区别性差异?”其讨论展开同样关注了上述聚焦

点的问题，首先，“黔东南的黔南话中古咸山两摄舒声字一律读为开尾韵，其显现在韵母系统中就是辅音韵尾的韵母少。黔东

苗语总体上均与此一致，辅音韵尾的韵母极少。苗族人口越集中的地区，苗语辅音韵尾的韵母越少，反之亦然。”
［6］

这一涉及

苗语韵系的观察显然与戴庆厦一脉相承:“失去－n 的地区都是苗族分布地区。历史上苗语借汉语词时，an、ian、uan 都以 en

出现。如 ken7 剪、en1 鞍、fhen3 魔术(‘幻’)、shen5 算。现代借词–n均脱落。”
［7］P360

紧接着，金美论文又谈到了丹寨方言

入声的问题，她所取的民族接触聚焦点就是苗、汉声调的对比分析。现将原文转录如下:

我们认为，这类比较因停留于族际间的差异、对立而忽略了多民族地区族群间的动态融合，因此相关讨论仍未能跳出“黔

东南方言”与“分别受到侗语、苗语的不同影响”这一思维定势的局限，其实仍是未在民族接触的道路上走到底的。

相似的研究还有一些，但视角似乎都还未能跳出我国方言学理论的窠臼，因此研究都还是停留在平面调查的层面:“苗瑶语

和汉语的现代平面在语音上(尤其是声母)相差较大……苗瑶语的韵母比较少，上古汉语韵母较多，形成苗瑶语与汉语的一对多

现象”，但是，“声调方面则有惊人的相同，都是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并存在有规律的对应”
［8］P62

，“苗语的八个声调

与古汉语的平、上、去、入调的对应关系为:苗语第一、二调与古汉语平声调相对应，第三、四调与上声调相对应，第五、六与

去声调相对应，第七、八调与入声调相对应。”
［9］P280

很显然，这类研究虽然涉及了苗、汉对比，但手段都还只是在“语言本身

的内部结构”层面做文章，因此结论也都存在着片面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现有研究的不足主要源自于两个层面的理论视野局限:一是语言观察系统性的缺失，二是民族接触观察向度的单

一性。以下我们将就这两方面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二、语言观察系统性缺失的悖论

“入声”本为我国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术语，在这一学科框架内，入声的本质既是指一种调类而同时又指一种韵类，研究中

一般多用“入声”来专指入声调，而用“入声韵”来特指入声韵母。其中，“入声调”为平、上、去、入对应配套的一个调类，

而“入声韵”则是指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对应配套的一个韵类。

我国古代四声的内涵现已不可确知，但是根据《梁书·沈约传》、宋本《玉篇》、《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等古文献

共性化的形象描述，我们大致可知中古入声的基本特征应是“促”，入声就是以塞音韵尾为特征的一种短促调类，其韵尾一般

是由“－b、－t、－k、－m”等塞辅音构成的。除了古文献的记载外，更重要的是，入声的“促”以及塞音韵尾的语音现象我

们至今仍可在现代汉语东南方言以及作为汉语东南方言底层要素的壮侗语族音系当中找到印证(参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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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中古以前汉语声调系统中的入声调与入声韵都是互相匹配的:入声调只配入声韵，而入声韵也只在入声调当中出现。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汉语音系的变化已使入声调与入声韵不再密切对应，现代汉语已在许多方言地区出现了因塞音韵

尾消失而致有调无韵的现象，其极端则是连入声调也消失了。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所作统计，官话如不算晋语，保留入声

的方言点已仅存 18．6%，如加上晋语也仅为 27%，而其中西南官话的主体，约 78．5%的方言点的入声都已消失，另外 22．5%有

入声点的情况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既保留了入声调又保留了塞音韵尾入声韵的方言点，现仅存一个，占 1．1%，而其他将近 99%

的方言点都仅保留了入声调，其作为韵类标志的塞音韵尾都已消失了
［10］

，今丹寨等方言点即归此类。

与壮侗语族－汉语间的音系相似性不同，苗瑶语－汉语之间存在较大的音系差异，除了声调调类还能做一种简单化的类比

外，苗、汉二语声母、韵母之间的差异均属于系统性的。“也许，正如有些学者早已假设的那样，苗瑶语是一个独立的语系”
［11］

P72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据此我们认为有理由提出以下质疑:一是苗、汉二语间韵系的对应，究竟是苗语音系本身就不存在塞音

韵尾类韵母，还是“－p、－t、－k、－m消失了”?从苗语的现状以及目前研究的成果来看，我们认为属于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因缺乏相应韵系的匹配，如古汉语等音韵学意义上的“入声”是不可能在苗语音系中出现的。二是如果韵类不能匹配，

那么二者声调“有规律的对应”同样也是不能成立的。我们知道，黔东苗语标准点有 8 个声调，学界依惯例将其先按平、上、

去、入分类再按阴阳细分的办法做了现有的处置，从而苗语的 8 个声调便有了包括入声的可与古汉语调类对应的 8 个类别，这

种方法学意义上的处置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据此便简单化地认为，归类法当中的“入声”即可等同于音韵学中的“入声”，

这显然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概念性混淆。如果我们的两个质疑都确实成立的话，那么依据一种错误前提所作的所有结论都是值得

怀疑的。请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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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统计，黔东苗语标准点养蒿话的韵母只有 17个，丹寨龙泉苗语虽有 22 个，但其中 10 个“仅用于汉语借词”，因

此苗语固有韵母更少至 12 个。这一类型韵系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至少有两点:第一、韵母数整体偏少；第二、辅音类韵尾韵母

偏少。而这后一项的问题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仅有的辅音类韵尾韵母当中只有深臻摄而没有咸山摄韵母；二是塞音韵尾韵母阙如。

语言接触的基本事实及规律告诉我们:“目的语中的一个音在母语中不存在，中介语会在母语中挑选一个最接近目的语的音来代

替它。”
［15］

我们因此看到的必然结果就是，正是特殊的语言生态决定了“黔南片”苗、汉方言相似的韵系匹配，因此，我们可

以依据一种显性规律看到的现实的接触影响就是“咸山摄鼻韵母韵尾脱落”；而我们同样可以依据一种隐性规律推导出的必然

结论就是:“塞音韵尾韵母阙如”的背后就应该是“入声的阙如”。

如前所述，古汉语入声的调类同时还包含着阴、阳、入相对的韵类属性，因此浸淫于苗语氛围中的，一个曾致阳声韵母系

统性异变的方言人群，他们必然也会在“苗语的－p、－t、－k、－m 消失”(假设这是事实)的前提下，同规律地也将入声韵异

化为阴声韵，这类异变就像我们在除了“独山、平塘、丹寨、都匀、三都等 5 处有入声调”以外的地区看到的普遍现象那样。

因此，丹寨等一类汉语方言当然也应一如既往地同样规律性地失去了“入声”存留的基础。

民族接触是一个漫长的复杂过程，单一民族的接触历史不可能仅局限于单一族群的直线发展，因此有关丹寨方言入声的观

察就需要将之放置于一个更加宽泛、更加多元的民族融合以及族群互动的文化视野当中去寻找答案了。

三、民族接触观察向度的单一性需要突破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贯穿人类语言发展的全过程，但接触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却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我国的

起步更晚，“20 世纪 80年代以前，对语言接触的研究，尚以描写和挖掘语言事实为主，但从理论和方法论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研

究较少，对语言接触的认识也多停留在‘有界’———只有词汇借用的观点上。”
［16］

这一学科发展过程一个显著的理论分歧就

是两种观点的论争:第一种观点是以语言本身的内部结构为聚焦点，这一方法往往更加符合传统的习惯；第二种观点则以语言外

部的社会因素为基本导向，随着越来越多的综合要素进入视野，人们逐渐倾向认为社会因素才是影响接触并致语言变迁的根本

原因。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多地认可了社会因素的决定意义。而在我国，以方言学界为代表，至今仍

沿用的一种学术传统，大致仍习惯只在《切韵》的范围内，以字音为主并以古今字音演变的对照为观察聚焦点，因此“语言本

身内部结构”的规定性便成了外部社会因素观察的一种束缚。

丹寨地处苗岭中部，通过宋元史籍我们仍然可知，这一地区曾因山重水复而致苗族不同的族群间渐行渐远，其结果就是:西

部白苗、北部川苗、东部黑苗、南部西苗等分支各居一隅；而不同的分支又在一个极长的时期内，因与布依、水、仡佬、土家、

彝等不同民族杂居而导致了不同的地区之间，民族文化各呈异彩且极兴多样性的特征。而与民族聚居复杂性问题相叠加的社会

因素还包括，历史上苗岭北部的川蜀势力、东部的湖广势力以及南部的南越势力等也被分割在各自不同的大山一侧，因此，历

史渊源完全不同的平越府、镇远府、都匀府等势力的政治割据则又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导致语言接触类型化的进一步分歧。丹

寨方言独特的文化异质正是基于这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历史沿革等背景因素产生的。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必须清晰看到的一种文化分歧就是，丹寨东部与雷山、凯里接壤，且地区间苗族都属自称“嘎闹”

、宋元以降史称“黑苗”的同一支系族群，但是，完全不同的行政历史沿革却使两地文化包括方言拉开了距离。

如果进一步细分，地理相属的丹寨与雷山、凯里之间，实际还横亘着苗岭中部二级夷平面的西缘，这道天险以东，雷山、凯里

南部等地曾长期属于苗族自理的“生界”，而西部丹寨却长期处在明代都匀府势力的覆盖范围。因此，雷山、凯里等苗疆腹地

苗族的历史发展往往多以单一民族的苗族为主，因此现代汉语方言也以其为底蕴而自成一派；而丹寨苗族则是处在一个都匀府

属的多元文化生态地区，现代汉语方言因此也是在一个以“独山、平塘、丹寨、都匀、三都”等为基本文化圈的背景下形成的。

通过史籍以及联系这段历史的相关研究，我们还可进一步追溯因植根于这块土地而致汉语方言形成的特殊的环境背景。



6

首先，“清(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和《百苗图》在述及贵州境内的苗族时，于‘紫姜苗条’内特意提

及‘紫姜苗’与独山境内的‘九名九姓苗’同类。在‘九名九姓苗’条中，又提到‘九名九姓苗’与‘紫姜苗’同类。上文提

到的独山土吏蒙天眷，其家族就出身于‘九名九姓苗’，而上文提到的蒙诏则是出自麻哈州境内的‘紫姜苗’。两个家族之间

同属一个苗族支系，操同一种方言，因而蒙天眷才有胆量带领士兵到三百多里外的清平县附近去主持平乱。”
［17］P129

明代的麻哈

州即今天黔东南的麻江县，而“麻哈州”在北、“独山境”在南的一个区间，恰好就是上述以“独山、平塘、丹寨、都匀、三

都等”五市县为中心的地区。借助这些记载我们即可得出的结论就是:一、这一地区曾有苗族大量活动的历史存在；二、这一区

间历史上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文生态社区。

其二，“明代都匀府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处于河流的宽谷坝区，其主体居民均为布依族。这一情况，在南部六个长官司中

表现得尤为突出，除陈蒙烂土长官司外，其余五个长官司，即，丰宁、平州、平浪、邦水、都匀，不仅长官司下属居民，而且

长官司家族都属于布依族。”
［18］P117

其中所载“丰宁、平州、平浪、邦水、都匀”五长官司旧址就在今都匀、平塘、独山三县市

连片的区域范围内，而东部毗邻以苗族聚居为主的丹寨县和以水族聚居为主的三都县历史上也都是都匀府属的传统辖地，因此，

布依族以及布依语也就成了这一地区无可回避的“强势”的政治以及文化存在。明清都匀府沿自今日大致就是今天的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布依族至今仍是这一民族自治地区排在首位的主体民族，人数优势更携政治优势的结果就是，地区间布依语的

生态环境以及文化“强势”应该才是这一文化圈内长期居于主流的语言生活事实。结合这一历史背景，以下我们将由壮侗语族

所属布依语以及水语的韵系特点进一步来分析这一音系韵、调匹配的可能性。参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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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侗语族属“布依语中的鼻音韵尾有 m、n、三个，鼻音韵尾的音值保持稳定，没有发现鼻音脱落和鼻化音现象……布依

语中的塞音韵尾有 p、t、k 三个。三个韵尾保持最稳定的是 t 尾……总体来看，布依语中塞音韵尾保留较完整的点还是占优势

的”
［21］P26，337，303

。仅就语源关系而言，壮侗语族与汉语之间或“同源”或“借用”的渊源可上推至远古，二者之间声韵的对应关

系是成系统的，其韵系的典型特征，就是与古汉语高度一致的阴、阳、入三韵部的整齐对应，汉语东南方言大致都因植根于这

样的土壤而使入声大量地保留至今。西南官话“黔南片”一般也被认为具有“南越语”的印记，因此我们也应按照相同的思路

来理解丹寨方言入声的存在。参见表 5。

由表 5可以清晰地看到，壮侗语族所属语系的声调特点就是调分舒声和促声，而“促声调”都以塞辅音为韵尾，韵、调配

套一一对应。需要顺便提一句的是，如果不是篇幅限制，如将黔东南侗语的音系同样列出，我们看到的调分舒、促，韵、调匹

配的情形也与布依语和水语的性质是一致的，而黔东南另一个有入声的方言点黎平方言就是以侗语为底层要素的。

水语、布依语以及侗语同属壮侗语族，因此研究丹寨方言多语言接触问题必须同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水族不仅是丹寨地

区除苗族、汉族以外的第三大主体民族，而且围绕在县境周围，由黔南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到黔东南州榕江县的仁里、三江、

定威、兴华、水尾、塔石、雷山县的达地等水族自治乡，丹寨县的整个南部都环绕在一个高度同一的水语生态圈中。而在更大

范围内，水语生态圈的北、西与布依族文化生态圈相接，南、东则又与黔东南境侗族文化生态圈相连。因此，我们通过图 1《贵

州省少数民族分布略图》可以清晰看到的情形就是:沿都柳江上溯向西然后再向北，连接起来就是一条同属壮侗语族的“布依语

—水语—侗语”完整连片的方言走廊，“黑苗(黔东南苗族)”聚居的榕江以北、丹寨以南之间，实际已被撕开了一条宽阔的分

割带。而在上述方言走廊的包围之中，孤悬其中的丹寨以及苗族世居地的一角也就成了深处“布依语—水语—侗语”文化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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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当中的一个孤岛，因此，丹寨方言的文化底层除了苗语以外的多元异质性也就不可避免了。

借鉴“石化(fossilization)”理论也许可以为我们多语言接触所致问题复杂性的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人们在学习第二

语言的时候，会在母语与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之间形成一种特定的语言系统，即‘中介语’(interlanguage)。中介语会

不断地向目的语靠拢，但是，由于第二语言习得的心理、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因素，学习者在达到目的语的模式以前，这种

变化就永远停止了，这种现象称之为石化。这种石化的中介语，有显著的母语干扰，是为‘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

“当弱势语言的使用人数与地域面积远远超过强势语言的时候，他们会形成自己独立的语言社团，在接受强势语言的过程中受

母语的影响而形成中介语。当他们接受了强势文化以后，又因为人数的优势，反过来使这种中介语成为强势语言。”
［24］

因此，

深处多民族杂居、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大背景下，丹寨县苗、汉、水语三种类型的语音系统早已失去了它们特立不变的生态基

础，近代社会实际早已将它们都拖进了一种分层和彼此交融的历史进程，所以我们通过现代方言看到的一种文化多元、语言接

触多样化的现状就是:苗语人群二语习得在不断地向目的语靠拢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中介语，显著“母语干扰”的标志就是

因习惯而导致的“咸山摄鼻韵母韵尾脱落”，汉语西南官话“黔南片”也因这一底蕴呈现明显的汉语与苗瑶语族的二语相关性。

而在民族杂居的大背景下，丹寨区域后起但不断强势的挟布依语之势的水语影响大致也在经历了类似的语言接触历程之后，其

因政治以及形成包围的人口因素所致的“中介语”中，又使丹寨汉语方言呈现出另样的汉语与壮侗语族的二语相关性，典型的

标志就是方言入声的保留。

上述两种“相关”为不同的历史分层，至少是由明清以降，都匀府属地区的布依语(包括水语)文化后来居上逐渐取代苗语

而上升为地区“强势”，因此语言接触多元化所致丹寨汉语方言的历史演进序列就大致可描述为，第一分层以苗语为“母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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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这一分层大致是以历史溯源为其基础的；而在一种区域政治力量变革的角逐过程中，壮侗语族文化后来居上并最终完成

了该地区汉语方言第二分层的历史积淀。最终，鼻韵母韵尾脱落的苗瑶语印记与入声字保留的壮侗语特质同时杂糅，民族多样

性因此也在区域文化竞争的历史进程中最终以“既不能单独成区，又不能归入湘语”的奇葩样式积淀为丹寨方言多元性的文化

特征。而在同样视野的观察中，我们通过二律背反矛盾规律所看到的另一面就是，近代以来逐渐成为强势的布依语，历史上肯

定也曾受到过苗语人数以及历史等优势的制约，相背相反文化积淀的结果就是:黔南片“咸山摄鼻韵母韵尾脱落”现象至今仍是

一个更为普遍的现实存在，而这种影响应该归因于苗瑶语族更为久远的历史背景。这是因为，壮侗语族这样一种阴、阳、入匹

配的语音系统，其覆盖区域的“母语干扰”是很难导致鼻韵母韵尾成系统脱落的。可以支撑这一推论的现实依据就是，现代汉

语方言调查的数据库中，鼻韵母韵尾的脱落程度与苗瑶语生态环境距离的远近之间，确实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而在壮侗语

族影响覆盖真正强势的地区例如我国的汉语东南方言片地区，鼻韵尾韵母而尤其是前鼻韵韵尾韵母的保存都是相对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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